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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政府大力解决随迁子女平等入学的背景下，仍有超过
60%的进城务工人员选择让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留守农村。本文提出，“来自公立学校
的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导致留守儿童大规模出现的一个原因。在实证中，本文以外地户
籍学生是否有为入学 (且非“择校”)而“找关系”作为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存在与否的代
替变量，发现“找关系”显著提高了城镇公立初中招收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即使分别考虑
因遗漏变量、双向因果关系和测量误差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这一结论仍稳健存在。在控
制了小学入学年龄和留级等因素之后，无论外地户籍学生是否 “找关系”，他们 “超龄”
的概率都显著高于本地学生。这两个发现表明城镇公立学校存在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并且
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因此，进城务工人员不得不选择让他们的子女
留守农村。
关 键 词 留守儿童 “找关系” 户籍歧视 CEPS
一 引言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本质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和空间的重新配置，然而，囿于现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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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制度，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的是大规模的 “人户分离”现象。截至 2014 年，
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 2. 98 亿人，占总人口的 21. 78% (国家统计局，2015)。同
时，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规模也不断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10 －
2013 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家庭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数量分别约为 1167 万、
1261 万、1394 万和 1277 万;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分别约为 2272 万、2200 万、2271 万和
2127 万。也就是说，超过 60%的外来人员家庭选择让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留守
农村。
党和政府历来关心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针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
随迁子女，中央政府在 2001 年取消了“限制流出，交费借读”的规定，提出 “以流入
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以下简称 “两为主”)政策。财政上，中央政
府推行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人数拨付教育经费。2010 － 2012 年，中央财政安
排城市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 224 亿元。
2012 年，全国共有 1393. 87 万以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其中
80. 2%在公办学校就读。与此同时，政府购买的民办学位数量不断增加，2014 年达
124. 6 万个，约占随迁子女人数的 10%。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政府大力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背景
下，为什么有超过 60%的进城务工人员仍选择让自己的孩子留守农村。已有研究表
明，进城务工人员与其子女的地域分离，不仅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不利于
家庭成员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 (李强、臧文斌，2011;叶静怡等，
2017)。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日常陪伴和关爱，以及有效监护和沟通，容易产生
孤独、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 (吴霓，2004;谭深，2011;白勤等，2012) ，从而导
致代际间的亲情疏离、价值观对立、甚至家庭内部的严重撕裂 (陈雯，2014)。叶敬
忠和 Murray (2005)报告，49. 7%的留守儿童表示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共同生
活。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留守儿童大规模出现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目前，鲜有文献讨论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形成原因。在我们找到的文献
中，仅有叶静怡等 (2015)涉及了这一问题。他们先验地认为居住条件和异地升学限
制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子女随迁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不过，他们并没有给出相关
证据。
本文提出的假说是，“来自公立学校的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留守儿童大规模出
现的一个原因。所谓 “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指公立学校在招收符合政策的外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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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学生过程中，存在故意刁难或 “吃拿卡要”行为。与迁入地政府通过设定高门槛
进行 “政策性户籍歧视”不同， “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因没有具体规定和明确标准
而无法观测。本文的识别策略是:首先，以外地户籍学生是否有为入学 (且非 “择
校”)而 “找关系”为代替变量，通过检验 “找关系”能否提高外地户籍学生的入
学比例，来推断城镇公立学校是否存在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其次，通过检验外地户
籍学生现就读年级的年龄为 “超龄”的概率在统计上是否显著高于本地学生，来推
断 “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否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造成了实质性的负向影响。本文
发现，在给定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户籍歧视、政策性户籍歧视条件下，“非政策性户籍
歧视”在统计上显著存在，并且是阻碍留守儿童来父母身边生活和读书的一个重要
原因。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模型建
立和识别策略;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 分析框架
先验地看，导致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让自己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留守农村的因
素可能有 5 个:第一，城市的义务教育资源不足;第二，农村的义务教育资源足够好;
第三，外来务工人员缺乏必要的财力和居住条件;第四，政策性的户籍歧视;第五，
非政策性的户籍歧视。前四种影响因素在文献上或有涉及，第五种则是本文提出的
观点。
现有的文献和媒体报道帮我们排除了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
告———2014》(以下简称 《报告》)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指出，2000 － 2010 年间，全国处
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和留守儿童规模从 1982 万上升到 3581 万，增长 80%;同
期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仅从 2852 万上升到 2879 万，增长 1. 6%;小学学校数
从 32154 所下降至 16400 所，下降 49%;初中学校数从 12723 所下降至 7283 所，下降
43%。《报告》详细调查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情况，发现这三个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在
校生人数均大幅低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校人数。其中，北京市 2012 年在校小学生为 72
万人，比历史最高水平 (102 万)低 29%;上海市 2012 年在校小学生为 76 万人，比
历史最高水平 (114 万)低 33%;广州市在校小学生为 82 万人，比历史最高水平 (89
万)低 8%。据此，《报告》的结论是城市具备增加义务教育资源 (学位数)供给的能
力，在供给水平恢复到历史高点之前，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学位短缺是城市义务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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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足导致的。数量众多的文献发现外地户籍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受到 “歧视”
的证据 (Chan，1996;Knight et al.，1999;Meng，2000;Meng ＆ Zhang，2001;Liu，
2005;Sicular et al.，2007;章莉等，2014) ，这暗示流动人员可能缺乏足够的财力让处
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留在自己身边学习和生活。叶静怡等 (2015)明确指出，居住
条件和异地升学限制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子女随迁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媒体报道，
随迁儿童在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时受到 “政策性的歧视”，如 《半月谈》关注非京籍
儿童北京念书需办 28 个证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偏低、居住条件不佳和政策性歧视
会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决定子女是否随迁，然而，这些因素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
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让子女留守农村。原因如下:第一，最低工资制度在理论
上保障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能够达到维持其家庭成员在城市生活的基本要求。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006 年)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
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
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
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随迁儿童在迁入地的入学门槛。鉴于此，我们需要寻
找其他因素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有超过 60%的进城务工人员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留守
农村。
我们提出，城镇公立学校的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让子女留守农
村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指公立学校在招收符合政策的外地
户籍学生时，存在故意刁难或 “吃拿卡要”等行为。这一歧视与政府限制外来人口流
入的政策无关，它产生于学校或老师认定外地户籍学生的学习能力或素质差于本地学
生②。以“教学质量”为标准的 “教育锦标赛”导致公立学校有意减少招收外地户籍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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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自《流动儿童上学难:非京籍儿童北京念书需办 28 个证》，http: / /edu. people． com. cn /n /
2015 /0615 /c1053 －27155342. html。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学校领导问卷报告，在所调查的 83 所城镇公立学校
中，分别有 29. 9%、26. 9%、56. 7%和 27. 9%的学校领导认为“外地户籍学生入学时数学
基础 /语文基础 /英语基础 /行为习惯差于本地学生”，仅有 1 位学校领导认为“外地户籍学生
优于本地学生”。班主任问卷报告，约 35. 8%的班主任认为班级里有外地户籍学生会使得班
级管理的难度加大，仅有约 5. 3%的班主任认为自己可以管理有 1 /3 或更多是外地户籍学生
的班级。
实证检验上述假说是否成立，面临三个挑战:一是需要排除最低工资水平过低、
居住条件不佳和政策性歧视影响;二是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不可观测的;三是需要
证明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对外来户籍学生的入学有实质性影响。我们采取的对应策略
是:第一，使用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中的城镇公立学校样本数据
克服挑战。由于外地户籍学生是已入学的样本，所以此处无需讨论最低工资、居住
条件不佳和政策性歧视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的影响。第二，通过检验外地户籍学生
家长是否为其子女能在迁入地读书而 “找关系”，来推断公立学校在招生过程中是否
存在非政策性户籍歧视现象。其中的逻辑是，如果外地户籍学生能够入读迁入地公
立学校，则说明他满足迁入地居住条件和政策性门槛要求。但是其家长若为他能够
入读现就读的公立学校而 “找朋友帮忙或给领导送礼”，则证明学校在招收符合政策
的外地户籍学生过程中存在故意刁难或 “吃拿卡要”等非政策性户籍歧视行为。值
得一提的是，“关系”是中国社会格局的核心模式 (Jacobs，1979，1980;Gold et al.，
2002;朱光伟等，2014) ，部分学生家长可能会为了子女能入读优质初中学校而 “找关
系”①，因此，我们需要排除为 “择校”而 “找关系”的干扰。第三，通过检验外地
户籍学生现就读年级的年龄为 “超龄”的概率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地高于本地学生，
来推断公立学校的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否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造成了实质性的负向
影响。
综上，我们将在因果识别框架下，通过检验以下三个命题来证明本文的核心观点:
非政策性户籍歧视是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让子女留守农村的原因之一。
命题 1:“找关系”能显著提高外地户籍学生的入读比例。
命题 2:在小学入学年龄、留级、休学、转学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外地户籍学生
现就读年级的年龄为“超龄”的概率显著高于本地学生。
命题 3:通过“找关系”入学的外地户籍学生 “超龄”的概率仍显著地高于本地
学生。
命题 1 论证城镇公立学校存在 “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命题 2 论证“非政策性户籍
歧视”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命题 3 进一步论证对外地户籍学生
家长而言，“找关系”具有较高成本。因为只有当 “找关系”的成本足够高，才会使
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让子女留守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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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有研究发现，“关系”会显著影响学生的教育获得 (方长春，2005;周群力、陆铭，2009;
张东娇，2010;赵延东、洪岩壁，2012)。
三 数据来源、模型建立和识别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是具
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CEPS 以 2013 － 2014 学年为基线，以初中一年级
(7 年级)和初中三年级 (9 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
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 (县、区、市)作为调查
点。抽样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在全国县级行政单位中抽取 28 个县 (区、市) ;
其次，在每个县 (区、市)样本抽取 4 所开设了 7 年级和 /或 9 年级的学校;再次，在
每所学校样本中进一步抽取 4 个班级，包括 2 个 7 年级班和 2 个 9 年级班;最后，入选
班级的所有学生、家长、班主任、主科目 (语数英)任课老师以及学校领导构成最终
调查样本。经过上述抽取后，CEPS 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共调查了
19487 名学生 (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为检验 “公立学校的非政策性户籍歧
视”，本文仅筛选就读于城镇 “公立学校”的学生样本①，具体包括:83 所公立学校，
327 个班级，14524 名学生。
(二)模型建立与识别策略
1. 检验命题 1 的模型与策略
(1)基准回归。本部分通过实证回归模型 (1) ，研究学生家长 “找关系”比例对
公立学校招收外地户籍学生比例的影响，推断公立学校是否存在非政策性户籍歧视。
模型设置如下:
out_studentj，k = α1 + β1 × guanxij，k + γ1 × controlj，k + ε j，k (1)
式 (1)中，被解释变量 out_ studentj，k表示班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具体为:在 j
学校，k班级内，外地户籍学生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比例。其中，out_ student 表示学
生是否为外地户籍学生，设置为虚拟变量，1 =外地户籍学生 (户籍登记地为外县区) ，
0 =本地学生 (户籍登记地为本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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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调查了学校所在的地区类型:1. 市县城的
中心城区;2. 市县城的边缘城区;3. 市县区的城乡结合部;4. 市县城区以外的镇;5. 农
村。本文使用的是城镇，即选项为 1 /2 /3 /4 的学生样本。
核心解释变量 guanxij，k表示班级内学生家长 “找关系”比例，具体为:在 j 学校，
k班级内，学生家长“找关系”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比例。guanxi为学生家长是否为其
子女进入现就读学校而“找关系”，设置为虚拟变量，1 = “找关系” (学生家长为了
让子女进入现就读学校而 “找朋友帮忙”或“给领导送礼”) ，0 =无“找关系”(学生
家长为了让子女进入现就读学校什么事都没做)。
前定控制变量 controlj，k包括①:①学生层面特征变量:班级男生比例、学生平均年
龄、学生健康状况为良好比例、“语数外”考试成绩平均分 (取对数形式)。②父母层
面特征变量:父母至少一方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比例、家庭经济状况为贫穷比例。
③校级固定效应。各变量定义如下:a. 性别，设置虚拟变量，1 = 男生，0 = 女生;
b. 年龄，调查年份与出生年份的差值;c. 身体健康状况，设置虚拟变量，1 =身体健
康状况为良好 (比较好 /很好) ，0 =身体健康状况为非良好 (很不好 /不太好 /一般) ;
d. “语数外”考试成绩，“语数外”原始考试加总，取自然对数;e. 父母受教育程度，
设置虚拟变量，1 =父母至少一方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0 =父母双方受教育程度
均在大专以下;f. 家庭经济状况，设置虚拟变量，1 =家庭经济状况为贫穷 (非常困
难 /比较困难) ，0 =家庭经济状况为非贫穷 (中等 /比较富裕 /非常富裕)。其中，学生
层面特征变量和父母层面特征变量，以 “班级”为单位计算平均值。校级固定效应设
置为哑变量，ε j，k为误差项。为了使结论更为稳健，我们也分别以 “学校 －年级”、“学
校”为计算单位对模型 (1)中各变量重新定义，并实证回归。
通过模型 (1)估计“找关系”对城镇公立学校招收外地户籍学生比例的影响，推
断公立学校是否存在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将面临三个内生性挑战:一是遗漏变量，能
容纳较多外地户籍学生的公立学校，在招收过程中可能存在 “吃拿卡要”行为倾向。
二是双向因果关系，在面临公立学校招收外地户籍学生名额有限 (过低)的情况下，
外地户籍学生家长可能会主动 “找关系”。三是测量误差，因包含 “择校”因素而使
得“找关系”不是“非政策性户籍歧视”的有效衡量指标。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克
服这三个内生性挑战的识别策略。
(2)降低内生性偏误。①遗漏变量:“一阶差分法”。基准模型 (1)可能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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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影响班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的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是与所处学校本身对外地户籍学生容纳量
相关;二是与外地户籍学生及其家庭禀赋相关。在实证回归中，我们无法控制所有的遗漏变
量，限于数据获得，此处仅控制部分外地户籍学生及其家庭禀赋遗漏变量，后文进一步考虑
遗漏变量对基准回归可能产生的影响。
学校层面特征变量 (如存在“吃拿卡要”行为倾向)而出现估计偏误。考虑到同一学
校招收 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和 9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受学校层面特征变量因素
在短期内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使用“一阶差分法”，对同一学校的 9 年级学生群体
和 7 年级学生群体进行差分，以消除学校层面特征变量对班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的影
响。模型如下所示:
Δout_studentj = α2 + β2 × Δguanxij + γ2 × Δcontrolj + Δε j (2)
out_studentj，9 － out_studentj，7 = α3 + β3 × (guanxij，9 － guanxij，7)
+ γ3 × (controlj，9 － controlj，7)+ (ε j，9 － ε j，7)
(3)
式 (2)中，被解释变量 Δout_ studentj 表示在 j 学校中，9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
与 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的变化量。核心解释变量 Δguanxij 表示在 j 学校中，9 年级
“找关系”比例与 7 年级 “找关系”比例的变化量。控制变量 Δcontrolj 表示在 j 学校
中，9 年级与 7 年级相对应控制变量的变化量。控制变量的设置和定义同模型 (1)一
致，具体包括:年级男生比例、学生平均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比例、“语数外”
考试成绩平均分 (取对数形式)、父母至少一方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比例、家庭经
济状况为贫穷比例。定义均以“学校 －年级”为单位。
②双向因果关系。外地户籍学生家长 “找关系”可能产生于以前年度学校招收外
地户籍学生比例有限 (过低)。鉴于此，我们通过两种方式缓解基准回归可能因外地户
籍学生家长主动“找关系”而出现的估计偏误。具体为:其一，对 7 年级学生群体进
行实证回归，并控制同一学校 9 年级学生群体中外地户籍学生比例，以控制以前年度
学校招收外地户籍学生规模。模型设置如下:
out_studentj，7 = α4 + β4 × guanxij，7 + out_studentj，9 + γ4 × controlj，7 + ε j，7 (4)
式 (4)中，被解释变量 out_ studentj，7表示在 j学校中，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
定义如下:以“学校 － 7 年级”为单位，外地户籍学生人数占所处年级抽样学生总人
数的比例。核心解释变量:guanxij，7表示在 j 学校中，7 年级 “找关系”比例，定义如
下:以“学校 － 7 年级”为单位，学生家长 “找关系”人数占所处年级抽样学生总人
数的比例。out_ studentj，9表示在 j 学校中，9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定义如下:以
“学校 － 9 年级”为单位，外地户籍学生人数占所处年级抽样学生总人数的比例。控制
变量 controlj，7设置同模型 (1)一致，具体包括:年级男生比例、学生平均年龄、身体
健康状况为良好比例、“语数外”考试成绩平均分 (取对数形式)、父母至少一方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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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比例、家庭经济状况为贫穷比例。定义均以 “学校 － 7 年级”为
单位。
其二，我们通过实证回归同一学校里的 9 年级学生家长 “找关系”比例对 7 年级
外地户籍学生比例的影响，以校正外地户籍学生家长主动 “找关系”可能导致的估计
偏误。模型如下所示:
out_studentj，7 = α5 + β5 × guanxij，9 + γ5 × controlj，7 + ε j，7 (5)
式 (5)中，核心解释变量 guanxij，9表示在 j 学校中，9 年级学生家长 “找关系”
比例，定义如下:以“学校 － 9 年级”为单位，学生家长 “找关系”人数占所处年级
抽样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其他变量的设置和定义同模型 (4)一致。
③测量误差:排除为 “择校”而 “找关系”干扰。本部分通过实证回归模型
(6) ，并使用 ordered probit (有序 probit)模型研究 “找关系”对外地户籍学生和本地
户籍学生入读优质初中的影响，以检验基准回归实证结果是否受测量误差 (“择校”因
素)影响。其中的逻辑是:如果“找关系”能显著提高外地户籍学生入读优质初中的
概率，则表明外地户籍学生家长不仅仅是为子女能在迁入地读书而 “找关系”，即基准
回归实证结果是有偏的。相反，如果 “找关系”无法显著提高外地户籍学生入读优质
初中的概率，则表明外地户籍学生家长是为子女能在迁入地读书 (非 “择校”)而
“找关系”。模型设置如下所示:
sort_schooli = α6 + β6 × outstudent_guanxii + β7 × student_guanxii
+ β8 × student_noguanxii + γ6 × controli + ζi
(6)
式 (6)中，被解释变量 sort_ schooli 表示学生现就读学校在本县 (区)的排名情
况。按照 CEPS的学校领导问卷，设置为排序变量，1 =最差，2 =中下，3 =中间，4 =
中上，5 =最好。核心解释变量:我们依据 “户籍”和有无 “找关系”，将学生样本划
分为四组:①“找关系”的外地户籍学生 outstudent_ guanxii;②无 “找关系”的外地
户籍学生 outstudent_ noguanxii;③ “找关系”的本地学生 student_ guanxii;④无 “找
关系”的本地学生 student_ noguanxii。将其设置为哑变量，并以②无 “找关系”的外
地户籍学生作为基准组。前定控制变量 controli 包括:学生层面特征变量 (性别、年
龄、身体健康状况、“语数外”考试成绩)、父母层面特征变量 (受教育程度、家庭经
济状况)和县级固定效应。各控制变量定义同模型 (1)一致。县级固定效应设置哑变
量。ζi 为误差项。
2. 检验命题 2 的模型与策略
如果公立学校在招收外地户籍学生时存在 “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外地户籍学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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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需要“找关系”才能让孩子顺利读书，那么这一歧视必然对外地户籍学生的入学造
成了负向影响:假如外地户籍学生家长在孩子适龄入学的当年无法找到 “关系”，则外
地户籍学生将可能被迫重返家乡，成为 (短暂或永久)留守儿童，等待父母第二年
(甚至第三年)重新寻找 “关系”以进入迁入地公立学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
外地户籍学生现就读年级的年龄为 “超龄”的概率是否显著高于本地学生，来推断
“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是否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
我们通过分年级样本实证回归模型 (7)并使用 logit模型，研究外地户籍学生现就
读年级的年龄是否“超龄”的概率与本地学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模型设置如下:
over_agej，k，i = α7 + β9 × outstudentj，k，i + γ7 × controlj，k，i + ψ j，k，i (7)
式 (7)中，被解释变量 over_ agej，k，i表示在 j 学校中，k 年级，i 学生现就读年级
的年龄是否“超龄”。如果学生在年满 6 周岁开始接受义务教育，在就读 7 年级时的年
龄应为 12 岁或 13 岁 (适龄) ，在就读 9 年级时的年龄应为 14 岁或 15 岁 (适龄)。我
们对此分别设置虚拟变量:在 7 年级中，1 =学生年龄大于 13 岁 (“超龄”) ，0 =学生
年龄不大于 13 岁(“适龄”) ;在 9 年级中，1 =学生年龄大于 15 岁(“超龄”) ，0 =学
生年龄不大于 15 岁(“适龄”) ;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使用“大于 14 岁”作为 7 年级
学生“超龄”衡量指标，使用“大于 16 岁”作为 9 年级学生“超龄”衡量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outstudentj，k，i表示在 j学校中，k年级，i 学生是否为外地户籍学生。
控制变量 controlj，k，i包括学生层面特征变量 (性别、身体健康状况、 “语数外”考试成
绩)、父母层面特征变量 (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县级固定效应。ψ j，k，i为误差
项。各变量定义同模型 (1)一致。
3. 检验命题 3 的模型与策略
如果“找关系”的成本低，则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对外地户籍学生入读迁入地初中的
影响不大。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检验“找关系”入学的外地户籍学生“超龄”的概率与
本地学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来推断外地户籍学生家长“找关系”入学的成本高低。如
果“找关系”外地户籍学生“超龄”的概率与本地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则意味着“找
关系”的成本低。然而，如果“找关系”外地户籍学生“超龄”的概率显著高于本地学
生，则意味着“找关系”的成本高，因为外地户籍学生在当年的“小升初”找不到“关
系”，需要等到第二年 (甚至第三年)才能找到“关系”入学。模型设置如下:
over_agej，k，i = α8 + β10 × outstudent_noguanxij，k，i + β11 × student_guanxij，k，i
+ β12 × student_noguanxij，k，i + γ8 × controlj，k，i + ψ j，k，i (8)
式 (8)中，被解释变量 over_ agej，k，i表示在 j 学校中，k 年级，i 学生现就读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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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是否“超龄”。核心解释变量是，我们依据“户籍”和有无 “找关系”，将学生
样本划分为四组①，分别是“找关系”的外地户籍学生 (outstudent_ guanxij，k，i)、无“找
关系”的外地户籍学生 (outstudent_ noguanxij，k，i)、“找关系”的本地学生 (student_
guanxij，k，i)、无 “找关系”的本地学生 (student_ noguanxij，k，i) ，设置为哑变量，并以
“找关系”的外地户籍学生为基准组。控制变量 controlj，k，i的设置和定义同模型 (7)
一致。
(三)统计事实
表 1 为模型 (1)中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第 (1)～(3)栏为以 “班级”
为单位，第 (4)～(6)栏为以“学校 －年级”为单位，第 (7)～(9)栏为以 “学校”
为单位。由统计结果可知，以“班级”、“学校 －年级”、“学校”为单位计算的各变量
均值和标准差基本一致，其中，“外地户籍学生”占比约为 21. 6%，这一数据与 2013
年和 2014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 “人户分离”人口比例基本一致。通过 “找关系”
入学的学生比例为 17. 4%左右。模型 (1)解释变量之间 (不包括校级固定效应)相
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不超过 0. 7，方差膨胀因子 (VIF)最高值仅为 1. 74，远小于 10，从
而不必担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1 模型 (1)变量的统计描述
班级 学校 －年级 学校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1) (2) (3) (4) (5) (6) (7) (8) (9)
外地户籍学生比例 0. 216 0. 206 327 0. 215 0. 198 164 0. 217 0. 193 83
“关系户”比例 0. 174 0. 126 327 0. 173 0. 107 164 0. 171 0. 092 83
男生比例 0. 514 0. 082 327 0. 511 0. 064 164 0. 509 0. 052 83
平均年龄 13. 097 1. 169 327 13. 901 1. 169 164 13. 820 0. 610 83
身体健康为良好比例 0. 737 0. 107 327 0. 738 0. 094 164 0. 740 0. 079 83
家境为贫穷比例 0. 170 0. 158 327 0. 169 0. 151 164 0. 166 0. 148 83
父母为大专及以上比例 0. 241 0. 237 327 0. 243 0. 231 164 0. 246 0. 228 83
“语数外”自然对数 5. 471 0. 259 327 5. 478 0. 238 164 5. 486 0. 207 83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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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i ＆ Norton (2003)指出，使用 probit模型和 logit模型等非线性模型对含有交互项的模型进
行估计，通过交互项的符号、大小和显著性进一步判断交互影响，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表 2 是模型 (5)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一部分为比较外地户籍学生和本地学生
相关特征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第 (1)～(3)栏为外地户籍学生，第 (4)～
(6)栏为本地学生，第 (7)～(9)栏为检验第 (1)和第 (4)栏之间相关变量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的 t检验结果。第二部分为比较是否 “找关系”学生相关特征变量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第 (1)～(3)栏为 “找关系”的学生样本，第 (4)～(6)栏
为无“找关系”的学生样本，第 (7)～(9)栏为检验第 (1)和第 (4)栏之间相关
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 t检验结果。
由表 2 可知，平均而言，外地户籍学生占比约为 18. 7%， “找关系”占比约为
17. 8%。外地户籍学生入读优质初中的比例显著低于本地学生，“找关系”学生入读优
质初中的比例显著高于无 “找关系”的学生。外地户籍学生 “找关系”比例显著高于
本地学生。当然，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仅能揭示户籍身份、“找关系”与所处学校优质与
否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无法揭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 2 模型 (5)变量的统计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差 标准误 t值
(1) (2) (3) (4) (5) (6) (7) (8) (9)
第一部分 外地户籍学生 本地学生 t检验
所在学校的县区排名 3. 739 0. 900 2692 4. 101 0. 701 11690 0. 363 0. 016 22. 856
“找关系” 0. 277 0. 448 2133 0. 157 0. 364 9841 － 0. 120 0. 009 － 13. 213
男生 0. 519 0. 500 2717 0. 509 0. 500 11632 － 0. 011 0. 011 － 0. 991
年龄 13. 895 1. 337 2688 13. 831 1. 309 11546 － 0. 064 0. 028 － 2. 279
身体健康为良好 0. 763 0. 425 2736 0. 732 0. 443 11667 － 0. 031 0. 009 － 3. 317
“语数外”原始分 243. 255 72. 591 2656 247. 463 75. 581 11497 4. 208 1. 615 2. 605
父母为大专及以上 0. 174 0. 379 2684 0. 254 0. 435 11474 0. 081 0. 009 8. 839
家境为贫穷 0. 151 0. 358 2584 0. 184 0. 387 11215 0. 033 0. 008 3. 913
第二部分 “找关系”学生 无“找关系”学生 t检验
所在学校的县区排名 4. 069 0. 786 2117 4. 029 0. 725 9745 － 0. 040 0. 018 － 2. 246
外地户籍学生 0. 277 0. 447 2137 0. 157 0. 364 9837 － 0. 120 0. 009 － 13. 213
男生 0. 539 0. 499 2108 0. 491 0. 500 9721 － 0. 048 0. 012 － 4. 016
年龄 14. 015 1. 379 2088 13. 775 1. 300 9645 － 0. 240 0. 032 － 7. 568
身体健康为良好 0. 729 0. 445 2124 0. 743 0. 437 9760 0. 014 0. 010 1.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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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差 标准误 t值
(1) (2) (3) (4) (5) (6) (7) (8) (9)
第二部分 “找关系”学生 无“找关系”学生 t检验
“语数外”原始分 240. 170 73. 663 2071 248. 850 74. 917 9613 8. 680 1. 810 4. 797
父母为大专及以上 0. 231 0. 422 2079 0. 229 0. 420 9606 － 0. 003 0. 010 － 0. 271
家境为贫穷 0. 191 0. 393 2077 0. 179 0. 383 9715 － 0. 012 0. 009 － 1. 293
注:t检验为检验第 (1)和第 (4)栏两组样本各变量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假设为:外地户籍学生
与本地学生相对应变量均值相等;“找关系”学生与无“找关系”学生相对应变量均值相等。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找关系”能提高外地户籍学生的入读比例吗?
1. 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模型 (1)的回归结果。第 (1)、(2)栏以 “班级”为单位，分别研
究在有无控制学生及家庭禀赋特征变量 (班级男生比例、学生平均年龄、学生健康状
况为良好比例、“语数外”考试成绩平均分、父母至少一方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比
例、家庭经济状况为贫穷比例)和校级固定效应之后，“找关系”比例对公立学校招收
外地户籍学生比例的影响。第 (3)～(5)栏为以 “学校 －年级”为单位，其中，第
(3)栏为全样本，第 (4)栏为 7 年级分样本，第 (5)栏为 9 年级分样本①。第 (6)
栏为以“学校”为单位。在估计方法应用上，为避免受相同学校因素影响而导致扰动
项自相关，本文报告经由“学校”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表 3 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以 “班级”、“学校 －年级”，还是以 “学校”为
单位，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之后，“找关系”能显著提高外地户籍学生的入读比例。
以第 (2)栏为例，“找关系”比例的系数为 0. 174，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找关系”比例每上升 1 个点，公立学校招收外地户籍学生比例相应上升 0. 174
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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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 2013 － 2014 学年 CEPS数据可知，学校编号 36、40 仅调查 7 年级，未调查 9 年级。
表 3 基准回归:“找关系”能提高外地户籍学生的入读比例吗
因变量 外地户籍学生比例
回归样本 学校 －班级 学校 －班级 学校 －年级 学校 － 7 年级 学校 － 9 年级 学校
模型设定 OLS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找关系”比例
0. 196
(0. 194)
0. 174*
(0. 093)
0. 300＊＊
(0. 137)
0. 824＊＊＊
(0. 222)
0. 454＊＊
(0. 179)
0. 715＊＊＊
(0. 198)
控制变量 — 是 是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 是 是 — — —
县级固定效应 — — — 是 是 是
样本量 327 327 164 83 81 83
Ｒ2 0. 014 0. 875 0. 949 0. 776 0. 746 0. 781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男生比例、平均年龄、身体健康良好比例、“语数外”考试成绩平均分 (对数)、父母至少一方的受教
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比例、家庭经济状况贫穷比例;各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符合预期，限于篇幅，未
予列示。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计算得到。
2. 缓解内生性偏误
(1)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关系。本部分我们试图以 “学校 －年级”为单位，通
过使用一阶差分法 (模型 2)、代理变量法 (模型 4、模型 5)校正基准回归结果可能
因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关系而面临的估计偏误。表 4 第 (1)～(3)栏分别汇报模型
2、4、5 估计结果。其中，第 (1)栏为利用 “一阶差分法”，对同一学校 9 年级学生
群体和 7 年级学生群体进行差分，以校正因遗漏学校层面特征变量对基准回归可能造
成的估计偏误。结果显示，“找关系”仍在 1%水平上显著提高公立学校招收外地户
籍学生比例。第 (2)、第 (3)栏分别为在基准回归基础上控制同一学校 9 年级外地
户籍学生比例和使用同一学校 9 年级学生家长 “找关系”比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
校正 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家长因面临以前年度学校招收外地户籍学生有限 (过低)情
况下主动 “找关系”而导致的估计偏误。第 (2)栏实证结果显示，“找关系”能提
高公立学校招收外地户籍学生比例，这一结论仍成立。此外，同一学校 9 年级外地户
籍学生比例对 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呈显著正向影响。第 (3)栏实证结果显示，
结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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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缓解内生性偏误: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关系
因变量 外地户籍学生比例
回归类型 基准回归 稳健:仅控制县级效应 稳健:9 年级控制变量
回归样本
校 －年级 校 －年级 校 －年级 校 －年级 校 －年级 校 －年级 校 －年级 校 －年级
全样本 7 年级 7 年级 全样本 7 年级 7 年级 7 年级 7 年级
模型设定
一阶差分 代理变量 滞后项 一阶差分 代理变量 滞后项 代理变量 滞后项
FD OLS OLS FD OLS OLS OLS OLS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7) (8)
“找关系”比例
0. 280＊＊＊
(0. 103)
0. 487＊＊＊
(0. 125)
0. 304＊＊＊
(0. 113)
0. 373＊＊＊
(0. 112)
0. 425＊＊＊
(0. 139)
外地户籍学生比
例_9 年级
0. 857＊＊＊
(0. 135)
0. 915＊＊＊
(0. 121)
0. 907＊＊＊
(0. 137)
“找关系”比例 _9
年级
0. 476＊＊
(0. 231)
0. 299
(0. 255)
0. 471*
(0. 2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 — —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 是 是 —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1 81 81 81 81 81 81 81
Ｒ2 0. 213 0. 904 0. 732 0. 099 0. 883 0. 630 0. 900 0. 708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包
括男生比例、平均年龄、身体健康良好比例、“语数外”考试成绩平均分 (对数)、父母至少一方的受教育程度为
大专及以上比例、家庭经济状况贫穷比例;值得说明的是，为缓解各同期控制变量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内生性
偏误，第 (7)、第 (8)栏实证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使用 9 年级的控制变量作为 7 年级对应的控制变量;各控制变
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符合预期，限于篇幅，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计算得到。
第 (4)～(8)栏做了两个稳健性检验:①仅控制县级固定效应，而不控制其他特
征变量。第 (4)栏的“一阶差分法”估计结果显示，即使仅控制县级固定效应，“找
关系”仍能显著提高外地户籍学生的入读比例。第 (5)栏实证结果显示，“找关系”
对公立学校招收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呈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不变，9 年级外地户籍学
生比例对 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仍呈显著正向影响。第 (6)栏实证结果表明，仅控
制县级固定效应，9 年级学生“找关系”比例对 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呈不显著正向
影响。②使用同一学校 9 年级学生特征变量作为 7 年级学生对应特征变量的代替变量。
第 (7)栏实证结果显示，即使替换控制变量，“找关系”仍能显著提高外地户籍学生
的入读比例，且 9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对 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仍呈显著正向影
响。第 (8)栏实证结果显示，即使替换控制变量，同一学校 9 年级学生“找关系”比
例对 7 年级外地户籍学生比例呈显著正向影响。
(2)测量误差，排除为 “择校”而 “找关系”干扰。表 5 报告了模型 (6)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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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果。第 (1)栏为使用 ordered probit (有序 probit)模型研究在没有控制特征变量
的情况下，外地户籍学生入读优质初中的概率是否与本地学生存在显著差异。第 (2)
栏为在第 (1)栏的基础上控制学生层面特征变量 (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语
数外”考试成绩)、父母层面特征变量 (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县级固定效
应。第 (3)栏为在第 (2)栏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 “找关系”变量，以研究 “找关
系”对学生入读优质初中的影响。第 (4)栏为研究 “找关系”对本地学生和外地户
籍学生入读优质初中的影响。第 (5)栏为使用 OLS方法重新回归第 (4)栏。
表 5 的实证结果表明，外地户籍学生入读优质初中的概率显著低于本地学生;“找
关系”能显著提高学生入读优质初中概率，然而，这一正向影响仅体现在本地学生，
对外地户籍学生无显著作用①。以第 (5)栏为分析对象，相比于无 “找关系”外地户
籍学生，无“找关系”的本地学生入读优质初中概率显著高 13. 2%，“找关系”的本
地学生显著高 21. 3%，而“找关系”的外地户籍学生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外地
户籍学生家长“找关系”仅是为其子女能在迁入地读书，而非 “择校”。这表明基准
回归结果不受“择校”因素测量误差影响。
综上，即使考虑遗漏变量、双向因果关系和测量误差因素，“找关系”能显著提高
外地户籍学生的入读比例，即公立学校存在非政策性户籍歧视，这一结论稳健存在。
表 5 缓解内生性偏误:测量误差(“择校”因素)
因变量 所在学校在本县区的排名情况
模型设定 有序 probit 有序 probit 有序 probit 有序 probit OLS
模型编号 (1) (2) (3) (4) (5)
外地户籍学生
－ 0. 498＊＊＊
(0. 135)
－ 0. 244＊＊
(0. 104)
－ 0. 273＊＊
(0. 109)
“找关系”
0. 162＊＊
(0. 064)
“找关系”的外地户籍学生
0. 078
(0. 116)
0. 022
(0. 072)
“找关系”的本地户籍学生
0. 437＊＊＊
(0. 113)
0. 213＊＊＊
(0.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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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更换基准组，以无“找关系”本地学生作为基准组，有序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发现，在
控制了特征变量后，“找关系”外地户籍学生、无“找关系”外地户籍学生和“找关系”本
地学生变量系数分别为 － 0. 169、 － 0. 247、0. 190，聚类到学校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为 0. 155、
0. 111 和 0. 066。限于篇幅，该实证结果未列出。
续表
因变量 所在学校在本县区的排名情况
模型设定 有序 probit 有序 probit 有序 probit 有序 probit OLS
模型编号 (1) (2) (3) (4) (5)
无“找关系”的本地户籍学生
0. 247＊＊
(0. 111)
0. 132＊＊
(0. 063)
控制变量 —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382 12533 10721 10721 10721
Ｒ2 0. 015 0. 228 0. 233 0. 233 0. 385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包
括学生层面特征变量 (男生、年龄、身体健康良好、“语数外”考试成绩 (对数) )和父母层面特征变量 (父母至
少一方的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家庭经济状况贫穷) ;各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符合预期，限于篇幅，
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计算得到。
(二)“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有实质性阻碍吗?
1. 外地户籍学生“超龄”的概率高于本地学生吗?
本部分我们通过研究外地户籍学生现就读年级的年龄为 “超龄”的概率是否显著
高于本地学生，以推断“公立学校的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是否有
实质性的负向影响。表 6 汇报模型 (7)的实证结果。第 (1)栏为 7 年级学生样本，
第 (4)栏为 9 年级学生样本。其中，第 (1)、第 (4)栏分别为使用 logit模型，研究
在控制学生、父母层面特征变量和校级固定效应的情况下，7 年级、9 年级外地户籍学
生“超龄”的概率是否显著高于本地学生。实证结果显示外地户籍学生 “超龄”的概
率在 1%水平上显著高于本地学生。
从逻辑上讲，除了“非政策性户籍歧视”之外，还有四个因素能够导致外地户籍
学生与本地学生在就读 7 年级和 9 年级时出现年龄差异，分别是:小学入学年龄、留
级、转学和休学因素①。鉴于此，我们在表 6 第 (1)、第 (4)栏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
学生的小学入学年龄、留级、休学和转学特征变量。第 (2)、第 (5)栏的实证结果显
示，即使考虑小学入学年龄、留级、转学和休学因素，外地户籍学生“超龄”的概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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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学入学年龄为学生开始上小学的年龄。留级为虚拟变量，1 =小学 1 年级到 6 年级留级的次
数大于0 (留级学生) ，0 =小学1年级到6年级留级的次数等于0 (非留级学生)。休学、转学
的定义同留级一致，1 = “休学学生”，0 = “不休学学生”;1 = “转学学生”，0 = “不转学学
生”。
显著高于本地学生。为了结论更为稳健，第 (3)、第 (6)栏对学生现所处年级的年龄为
“超龄”重新定义，具体如下:在7年级中，1 =学生年龄大于14岁(“超龄”) ，0 =学生
年龄不大于 14岁(“适龄”) ;在 9年级中，1 =学生年龄大于16岁(“超龄”) ，0 =学生
年龄不大于16岁(“适龄”)。实证结果显示，即使重新定义学生“超龄”，外地户籍学生
“超龄”的概率仍显著高于本地学生。
表 6 外地户籍学生“超龄”的概率高于本地学生吗
因变量 现就读年级的年龄为“超龄”
回归样本 7 年级学生样本 9 年级学生样本
“超龄”定义 大于 13 岁 大于 14 岁 大于 15 岁 大于 16 岁
模型设定 logit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外地户籍学生
0. 439＊＊＊
(0. 107)
0. 296＊＊＊
(0. 103)
0. 411＊＊
(0. 164)
0. 705＊＊＊
(0. 123)
0. 565＊＊＊
(0. 126)
0. 489＊＊
(0. 216)
其他干扰因素 — 是 是 —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校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6716 6624 5717 5814 5683 4557
Pseudo Ｒ2 0. 324 0. 370 0. 253 0. 336 0. 405 0. 297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包括
学生特征变量 (男生、身体健康良好、“语数外”考试成绩 (对数) )和父母特征变量 (父母至少一方的受教育程
度为大专及以上、家庭经济状况贫穷) ;其他干扰因素包括小学入学年龄、留级、转学和休学因素;各控制变量的
符号和显著性基本符合预期，限于篇幅，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计算得到。
2. “找关系”能降低外地户籍学生“超龄”的概率吗?
表 7 汇报模型 (8)的实证结果。第 (1)～ (3)栏为 7 年级学生样本，第
(4)～(6)栏为 9 年级学生样本。其中，第 (1)、第 (4)栏为在表 6 第 (2)、第
(5)栏的基础上控制 “找关系”变量，使用 logit 模型研究 “找关系”对学生 “超
龄”的概率的影响①。结果显示，“找关系”对学生 “超龄”概率呈不显著影响。第
(2)、第 (5)栏为研究“找关系”对外地户籍学生和本地学生 “超龄”概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找关系”外地户籍学生 “超龄”的概率仍显著地高于本地学生，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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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学生“超龄”对父母“找关系”的影响时，logit 模型估计结果发现，无论是 7 年级，
还是 9 年级，在控制特征变量 (同表 7 一致 +外地户籍学生变量)后，学生“超龄”对父
母“找关系”均呈不显著的影响。限于篇幅，未予列示。
“找关系”无法降低外地户籍学生 “超龄”概率。第 (3)、第 (6)栏为使用 OLS 方
法重新回归第 (2)、第 (5)栏，结论不变。
综上，“公立学校的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造成了实质性阻碍，
并且对外地户籍学生家长而言，“找关系”具有较高成本。因此，进城务工人员不得不
选择让他们的子女留守农村。
表 7 “找关系”能降低外地户籍学生“超龄”的概率吗
因变量 现就读年级的年龄为“超龄”
回归样本 7 年级学生样本 9 年级学生样本
“超龄”定义 “超龄”:大于 13 岁 “超龄”:大于 15 岁
模型设定 logit logit OLS logit logit OLS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外地户籍学生
0. 305＊＊＊
(0. 105)
0. 587＊＊＊
(0. 136)
“找关系”
－ 0. 069
(0. 100)
0. 008
(0. 138)
无“找关系”的
外地户籍学生
0. 056
(0. 179)
0. 008
(0. 026)
－ 0. 167
(0. 243)
－ 0. 023
(0. 034)
“找关系”的
本地户籍学生
－ 0. 322*
(0. 196)
－ 0. 044*
(0. 025)
－ 0. 754＊＊＊
(0. 271)
－ 0. 097＊＊＊
(0. 037)
无“找关系”的
本地户籍学生
－ 0. 245#
(0. 169)
－ 0. 035#
(0. 023)
－ 0. 695＊＊＊
(0. 239)
－ 0. 095＊＊＊
(0. 034)
其他干扰因素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校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489 5489 5730 4942 4942 5140
Pseudo Ｒ2 /Ｒ2 0. 376 0. 376 0. 386 0. 417 0. 417 0. 425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和 15%水平上显著;控制
变量包括学生特征变量 (男生、身体健康良好、“语数外”考试成绩 (对数) )和父母特征变量 (父母至少一方的
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家庭经济状况贫穷) ;其他干扰因素包括小学入学年龄、留级、转学和休学因素;各控
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符合预期，限于篇幅，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
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政府大力解决随迁子女平等入学的背景下，仍有超过 60%
的进城务工人员选择让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留守农村。与已有文献探讨的最低工
资、居住条件不佳和政策性歧视影响因素不同，本文提出，“来自公立学校的非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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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歧视”是导致留守儿童大规模出现的一个原因。在实证中，我们以外地户籍学生
家长是否为其子女能在迁入地读书 (非 “择校”)而 “找关系”作为学校是否存在非
政策性户籍歧视的代替变量，并利用 2013 － 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
中的城镇公立学校样本实证检验了这个观点。研究发现:
第一，公立学校存在非政策性户籍歧视。从 “班级”、“学校 －年级”和 “学校”
视角，我们均发现，“找关系”能显著提高外地户籍学生入读迁入地初中的概率。即使
使用“一阶差分法”处理遗漏变量，使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项缓解双向因果关系，考
虑“择校”因素测量误差，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仍稳健成立。第二，
非政策性户籍歧视对外地户籍学生入学造成了实质性阻碍。在控制了小学入学年龄、
留级、休学、转学等因素之后，无论外地户籍学生是否 “找关系”，他们 “超龄”的
概率都显著高于本地学生，这意味着 “找关系”的高成本使得外地户籍学生不得不推
迟入学初中。
综上，本文的结论是，城镇公立学校存在非政策性户籍歧视，而且它对外地户籍
学生入学造成了实质性阻碍，因此，进城务工人员不得不选择让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
子女留守农村。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难问题，除了提高进
城务工人员的工资、居住条件，以及降低随迁儿童在迁入地的入学门槛之外，同时需
要降低迁入地公立学校的入学 “门槛”，发挥公立学校主渠道作用，严禁公立学校的非
政策性户籍歧视，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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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Are There So Many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Wang Zhibo1 ＆ Li Changhong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1;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2)
Abstract: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explain why over 60 perc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choose to
leave their school-age children in the rural areas，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their best to
provide equal enrollment for migrant children. Here we propose that non-polic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 from public schools is a major reason that creates the large-scale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Empirically，we use the behaviour of parents finding“guanxi”for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in public schools (not choosing schools) as a proxy variable of non-polic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 from public scho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finding“guanxi”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migrant students from public schools in urban
areas. Secondly，after controlling for enrollment age and repeating grades in primary school，the
probability of a rural migrant student being“over-aged”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 local
student，regardless the rural student has used“guanxi”or not.
Keywords:left-behind children，“guanxi”，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C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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